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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阻层析液固两相流传感器抗冲蚀磨损特性研究
李浩，李日新，周麒

摘　要：挖泥船浓度测量设备的有效性对施工效率提升具有很大促进作用，其测量精确性是实现智能挖泥的关键技术节

点之一。电阻层析扫描成像技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案，但传感器会受到冲蚀磨损影响使用寿命，也会造成安全隐

患。本文以颗粒动力学为基础对传感器冲蚀磨损特性进行了 CFD 数值模拟，并和相关文献中的试验数据进行了对比。

结果表明，在传感器内均存在最大磨损位置点，传感器材料的硬度值对最大磨损率影响较大，并呈现先增大后稳定的趋

势。通过颗粒物与管道间碰撞过程来进行动量互换，颗粒物性、流速直接与最大磨损位置和数值相关联。壁面的最大剪

切应力与颗粒物的物性相关，与管道材料及流速关联不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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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前言
耙吸、绞吸、斗轮挖泥船施工是通过管道利用水力

完成疏浚土的输送，浓度测量设备的有效性对施工效率

的提升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，同时其测量的精确性是实

现智能挖泥一个很关键的技术节点。挖泥船水力输送介

质为液固两相流体，液体为海水或淡水，固体为疏浚土，

包括淤泥、细粉沙、中粗砂、黏土、城市建筑垃圾、岩

石、珊瑚礁等介质及其混合物。 

目前，世界范围内挖泥船浓度的测量以核技术应用

最为广泛，但其缺点亦非常明显：测量区域与整个横截

面面积占比小、液固混合越不均匀测量精度越低、对体

积产量的测量精度进行有效评估存在很大困难。鉴于以

上问题，电阻层析扫描成像技术（ERT）为解决上述问

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。ERT 技术是一种基于电阻传感

器原理的层析成像技术，通过测量电阻率的分布来获得

多相介质的分布。相对于核技术，ERT 技术在测量液固

两相流体时具有更大的测量面积占比、可实现更快速的

测量、测量结果与真实浓度呈现线性关系、可实现可视

化测量及测量图像数字化，直观观察管道内流态变化情

况及流态图像的数字化，为智能判断与控制提供基础。

ERT 技术应用于挖泥船施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之

一，就是对传感器的抗磨损能力分析，此能力直接决定

设备的使用寿命。据英国科学家 T.S.Eyre[1] 估计，冲蚀

磨损导致的事故数占工程中磨损破坏总数的 8%，且管

道穿孔事故中有 80% 是由于磨损及冲刷腐蚀造成的。

在 2000 年，中石化茂名炼油厂和齐鲁炼油厂 [2] 的管道

事故中，发生了壁面减薄的现象。因此，研究传感器内

冲蚀磨损机理，对增加传感器的使用寿命，提高检测效

率有重要意义，有利于实际测试中的安全与高效，具有

重要的实际作用。

影响传感器设备磨损的因素有很多，而研究磨损的

学者们也根据这些因素提出了许多的磨损方程。磨损的

影响因素主要有五种，即颗粒属性 [3-4]，流体属性 [5-7]，

壁面材料 [8-11]，颗粒冲击速度 [12-13] 和冲击角度。由于磨

损预测涉及因素种类较多，可用不同的模型来表述这些

因素的相互关系。在冲蚀磨损数值模拟中常用到四种模

型：即用壁面反射模型 [14-17] 来模拟颗粒与壁面之间的

交互作用；用湍流模型来模拟流体的运动；用三种耦合

的方法来实现颗粒和流体间传质；以及用磨损模型来反

映颗粒属性、流速、冲击角度等对磨损的影响。

虽然前人对 ERT 测量液固两相流浓度的系统组成、

成像算法、测量精度等特性进行了大量的研究，得到了

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结论，但对 ERT 设备本身抗冲蚀磨

损特性的研究依然不够全面。为了解决 ERT 测试过程

中疏浚产物对 ERT 设备的冲蚀磨损，分析不同管材属

性和颗粒物性下的冲蚀磨损特性，本文针对 ERT 技术

中的实际工况对不同传感器材料、不同疏浚颗粒物物性

及疏浚工程实际流速对传感器冲蚀磨损展开研究，得到

最大磨损速率和壁面剪切力的规律，并基于此磨损规律

提出合理的建议，在 ERT 选材和使用寿命评估方面具

有指导意义。

2 数学模型

Navier-Stocks 方程是流体的基本方程，该方程用来

描述流体计算中的压力、速度和密度等相关信息的求解。

在本文中，描述为连续方程和动量方程。湍流模型是用

来计算连续相的模型，能较好地模拟管道中流体的流态。

其中 RNG k-ε 模型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准确度，十分

适合求解本文中的流态，选用该模型能得到较为精确的

结果，在 RNG 模型中，为消除模型的影响，产生了一

个求解不同湍流粘度的方程。

离散相方程是求解作用于离散相上的力来计算流体轨

迹的。通过对作用于颗粒上的力进行积分，软件 ANSYS 

Fluent 能够展示各个颗粒的轨迹，这个过程可以用拉格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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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方程来描述。     为虚拟质量因子，默认值为 0.5。

流体通过阻力和湍流来影响离散相，颗粒的平均动

量和平均湍流的减小反过来影响流体的流动，双向耦合

用于解决这两个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。当颗粒通过每个

控制单元时，就会计算颗粒和流体间的动量交换。流体

速度包括两个要素，即：平均速度和随机波动速度。随

机波动速度影响粒子的运动轨迹。本文中，利用离散随

机模型（DRW 模型）来考虑颗粒 - 涡流的相互作用。

波动速度服从高斯概率分布。双向湍流耦合使得由于颗

粒阻尼和湍流涡流而引起的湍流量变化产生影响。为考

虑这种影响 , RNG k-ε 模型方程应包含颗粒源相。

磨损模型用于模拟实际中管道壁面与颗粒间的碰撞

产生磨损的大小，一个精确的模型得到的结果更加准确。

而由于碰撞材料、流体等属性不同，许多研究学者都提

出过冲蚀磨损模型，这些模型种类有很多，适应范围较

窄，选择合适的磨损模型尤为重要。而 Oka 提出的模型

与实验数据十分吻合。该模型如下所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
式中，E90 是当冲击角为 90°时的参考磨损率，V

为颗粒物速度，Vref 为参考速度，d 为颗粒物粒径，dref

为颗粒物参考粒径。Hv 为材料的维氏硬度 ; n1 和 n2 为

常数 ;        为冲击角的无量纲函数 ;      为粒子入射角。

3 工况条件及仿真设置
几何模型为三段圆管道，中间为传感器管道，两端

为疏浚管道。管道横截面直径为 D=0.2m，传感器长度

为 2D，两端管道长度均为 5D。横截面网格划分采用 O

网格。

本文的工况基于 ERT 设备在疏浚工程实际，选取

的进口速度为 4-6m/s，颗粒物为疏浚工程常见的物质，

如表 1。
表 1   疏浚颗粒物物性介绍

颗粒物种类 颗粒物代号 颗粒直径 mm 密度 kg/m3

城市建筑垃圾 A 5 489

淤泥 B 0.01 1300
岩石 C 1 2100

细粉沙 D 0.2 1600
中粗砂 E 0.5 1630

湍流模型选择 RNG k-epsilon 模型。采用 DPM 模

型和非稳态跟踪。内迭代步骤数为 50 步，时间步长为

0.001s，时间步数为 1000 步。每个方程的控制单元残

差小于 10-4。液相的求解器类型为压力基，速度为绝

对速度。入口边界条件设为“velocity-inlet”，壁面材

料为密度为 7800 kg/m3 的壁面材料。粗糙度值设置为

10μm，粗糙度常数设置为默认值是 0.5。出口边界条

件设为“pressure-outlet”。湍流强度设置为 5%( 完全

湍流 )。设水力直径与管径相同，为 0.2 m。粒子是球形。

颗粒密度不做强调时选值为 1300 kg/m3。质量流量设定

为 0.023kg/s。壁面条件为“reflect”，出口是“escape”。

“在所有情况下，颗粒均与流体以相同的速度射入管道。

压力是 1.01 × 105 Pa，温度设置为 25℃。

4 讨论与分析
4.1 模型验证

为验证本文选择的磨损模型，将验证模型的边界条

件设置成与 Ronald E [18] 中的边界条件相同。验证模型

的流速分别为 15 m/s、23 m/s 和 27 m/s，流体的连续相

为气体。固体颗粒为不规则的石英砂，密度为 2650 kg/

m3。表 2 的结果表明，仿真数据与实验数据基本一致，

仿真结果符合要求。因此，验证模型与实验数据的差异

在可接受范围内，该模型可以获得精确的磨损形状。
表 2  仿真结果与实验数据的最大磨损速率比较

气体
流速
m/s

颗粒直径 颗粒质量
流率

kg/day

实验所得磨
损速率

mm/year

仿真所得磨
损速率

mm/year
误差

15 300 192 19.3 20.1 4.3%
23 300 227 80.30 75.2 -6.3%
27 150 206 54 52.668 -2.5%

表 2 中得到的结果与实验值的差距较小，在允许的

实验误差范围内。而且仿真得到的管道磨损形状与相关

文献中的一致，这表明，这种构建得到的模型具有足够

的准确性，能准确地模拟弯管内的磨损，得到具有实际

意义的值，这为本文的计算结果提供了根本支持。

4.2 磨损特性

通过模拟得到的传感器段云图可以定性对其磨损特

性分析，如图 1。当维氏硬度为 0.8GPa 时，传感器受到

磨损的位置较多且无规律性，最大磨损率为 4.2×10-9Kg/

m2/s。壁面有一段位置处于最大剪切应力区域，数值为

0.114Pa。

  

图 1  维氏硬度为 0.8GPa 时，传感器的磨损率和壁面剪切应力分布云图

4.3 传感器材料对冲蚀磨损率的影响

传感器在测试过程中存在磨损现象，它不仅与颗粒

物的粒径、浓度、流速有关，还和传感器直径、材料等

相关。将传感器内衬材料转化不同维氏硬度的材料进行

分析，内衬设计对颗粒物与壁面碰撞起着缓冲作用。本

文将其视为减小壁面材料硬度。保持进口速度为 5m/s，

进口颗粒为常见的淤泥。研究不同管道材料对管道磨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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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强度的影响，如图 2 和图 3。在仿真中，发现在改变

维氏硬度时，最大磨损率均出现一处位置点。当维氏硬

度为 0.8-2.3GPa 范围内，由于材料硬度不处在很高数值，

随着硬度增大，管道壁面与颗粒物的碰撞愈发激烈，导

致最大磨损率逐渐增大；当维氏硬度为 2.8GPa 时，此

时硬度较大，颗粒物对管道的碰撞能力有效，使得最大

磨损率略微减小。

   图 2 维氏硬度与最大磨损率的关系      图 3 维氏硬度与壁面剪切应力的关系

随着硬度的变化，壁面最大剪切力基本趋于稳定，最

大值与最小值相差 0.03Pa，波动很小。这能说明硬度对壁

面最大剪切力的影响特别小，在实际工程中可以忽略。

4.4 颗粒物物性对冲蚀磨损率的影响

在维氏硬度为默认值 1.8GPa，颗粒物进口速度 5m/s

的前提下，对不同颗粒物对最大磨损率和壁面强度进行

了研究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，当颗粒物为城市建筑垃圾

和细粉沙时，最大磨损率存在管道的两处位置点；其他

的三种颗粒物对壁面只存有一处最大磨损位置。从图 4

可以看出，当颗粒物密度较大（颗粒物 A、C、E）时，

颗粒物对管道的磨损很严重，高达 10-5Kg/m2/s 数量级

水平。当颗粒物密度较小（颗粒物 B、D）时，颗粒物

对管道的磨损在 10-9Kg/m2/s 数量级水平。同时，比较

颗粒物 A、C、E 也发现，颗粒物密度对管道磨损的影

响不大。由此得出，颗粒物的粒径对最大磨损率影响很

显著，密度对最大磨损率影响很微弱。

    

 图 4 颗粒物物性与最大磨损率的关系    图 5 颗粒物物性与壁面剪切应力的关系

对不同颗粒物对壁面最大剪切应力做了分析，如图

5。当颗粒物为岩石时，壁面最大剪切应力值较大，这

可能是因为岩石的密度和粒径值均较大，在它们的双重

影响下，最大剪切应力也处于高位数值。

4.5 进口速度对冲蚀磨损率的影响

在保证颗粒粒径值默认为 1×10-5m，颗粒物为淤泥，

维氏硬度为默认值 1.8GPa 的工况下，对不同的颗粒物

进口速度进行了分析。可以发现，当进口速度为 4.5m/s

时，最大磨损率存在于两个不同的位置点，在其他速度

工况下，最大磨损率只存在于一个位置点。如图 6，随

着进口速度的增大，最大磨损率呈增大趋势再逐步稳定。

这可能是因为，随着进口速度增大，颗粒物与壁面碰撞

几率增多，所以最大磨损率逐渐变大；当进口速度增大

到一定值后，壁面内颗粒物处于饱和状态，颗粒物与壁

面碰撞几率波动不大，对壁面的影响能力趋于定值，故

最大磨损率保持稳定。

    
图 6 进口速度与最大磨损率的关系        图 7 进口速度与壁面剪切应力的关系

随着进口速度的增大，壁面最大剪切应力处于很小

幅度增大后稳定的变化趋势，如图 7 所示。随着进口速

度的增大，颗粒物的动量也在不断增加，所以对壁面的

剪切应力也在增强；当速度增大到一定值后，颗粒物与

壁面接触区域有限，使得颗粒物与壁面动量交换有限，

故剪切应力趋于稳定。但从剪切应力变化的数值来讲，

随着进口速度的变化，壁面剪切应力的变化很微弱。

4.6 传感器内衬技术的应用

结合工程应用需求及数值模拟结果，提出两种内衬

解决方案：①针对小型挖泥船，施工介质以淤泥、细粉

沙为主的工况条件，传感器内衬采用聚氨酯内衬，降低

设备采购成本；②针对中、大型挖泥船，施工介质涉及

中粗砂、卵石、碎石、岩石、珊瑚礁、黏土等工况条件，

传感器内衬采用复合耐磨陶瓷内衬，降低设备使用成本；

自实船应用以来，取得优异的使用效果，历经各种复杂

工况条件的考验，包括岩石、珊瑚礁、城市建筑垃圾、

卵石等，如图 8 和图 9。

   图 8  聚氨酯内衬结构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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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  复合陶瓷内衬

5 结论
（1）对于 ERT 设备内两相流问题，使用 DPM 和

RNG k-epsilon 模型能够很好地模拟内部流动状态。模

拟值与实测值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。

（2）在低位区间改变碳钢材料的硬度对最大磨损

率影响较大，在高位区间硬度对最大磨损率影响不明显；

管道中的最大磨损率对颗粒物的密度和粒径很敏感。在

低位区间的进口速度对最大磨损率的影响也较为明显。

管道与颗粒物之间通过碰撞来进行动量交换出现磨损

点，进而产生最大磨损率位置点。碳钢材料、颗粒物物

性及进口速度中壁面最大剪切应力影响较为明显的只有

颗粒物物性。

（3）特有的内衬设计对磨损起到缓冲作用，模拟

结果表明，内衬技术能有效地减小传感器最大磨损率，

确保设备的使用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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